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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制中國與當代華人世界，臺灣、香港等地良好保存了福建及廣東地區

有關喪葬儀式及死亡文化，特別受到人類學者與歷史學者的關注。這些調查研

究成果都嘗試提出一套解釋架構，其中就涉及儒家喪葬禮儀與民間喪俗的交

流，如何在地方社會形成「約定俗成」的喪儀：諸如是否「標準化」、或是並

存主要系統與次要系統等問題
1
。但是在這些精采的觀察、論述中，顯然都偏重

正常死亡與正常處理的義理與儀式，然則面對非正常死亡的「強死」（或凶終）

問題，民間社會到底如何解決？在不同籍屬的移民定居區，經久融合儒、釋、

道與民俗所形成的，都反映三教對於「強死為厲」各有其因應態度，縱使歷

經長時間的融合，並未改變其儀式實踐。主要原因仍在儀式背後的死亡觀，即

由義理結構決定其儀式結構，其中道教齋儀即採取正面面對以適應習俗，從而

提出解決的解除術。臺灣所保存的閩、粵地方習俗，是否即可代表道教的正統

（主流傳統），抑或只是一種地方性知識的遺存？在此將從一個終極結構圖理解

死亡儀式的文化心理：「常與非常」或「正常與非正常」。非正常死亡所引發

的強死為厲的怖懼，前道教期已有儀式專家對於注連採用解除術，道教成立後

吸納其注連思想，而提出完備的解除法，從現存大量的解除性上章文可知其主

流的立場，卻也依據「儀者宜也」的時宜性，容許地方傳統各自發展其解除儀

式。臺灣道教除進行其正常性齋儀外，也配合解除非常性死亡的相關儀式，不

同性質的強死、凶終就相應有其解除法。析釋這些儀式的細節，就可理解道教

與民眾認同於同一非正常死亡觀，並進行經驗的交流，表現對於凶死的怖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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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相信宗教的信仰力量才可解除其威脅生存的危機感。

1 .  非常死亡：生命終極結構圖的非常性
漢人社會所實踐的喪葬禮儀，雖則因應時、空之宜而有所變通，但是基本

的儀式結構確有「標準化」的傾向，這種「正確行動」（orthopraxy）的背後是

由「正確信仰」（orthodoxy）所支持的
2
。就是儒家倡行夏、商、周三代之禮的

核心義理：孝義、孝道，在儒家綜攝諸德的仁義下，孝與忠作為維續一家與一

國的道德條目。在這樣的主流傳統下，縱使佛、道二教各有其教義與實踐，也

未能動搖其踐行孝道的核心價值，何況民間文化之俗：民俗或巫俗！但儒家的

喪禮實踐之能通行於漢人社會，卻因儒者對於「禮」的諸多訓解中就有「宜」

的時宜性、權宜性，在堅持不違孝義的基本原則下，只要「禮意」不變，容許

「禮器」、「禮文」的權宜變化，故也可擴大此義容納釋、道二教
3
。只要細心體

會宋儒、特別是理學大家朱熹所編行的〈家禮〉，及其後各地儒者據以編定適

宜各地方社會之用的家禮版本
4
，都在維續儒家喪禮的正統性原則下，各因時地

之宜而寬容民間社會方便選擇，形成「複合」三教的地方俚俗。其間固然也有

儒者堅持「儀式正確」的行動派，卻未能遏止民間接納佛、道二教的信仰與儀

式，在「複合」兩種宗教、思想傳統的儀式行動中，到底何種文化心理適度消

解三教之間的教義衝突，從而採用「多元複合」的方式形成其「融合」圖像？
5

這就是生命終極的結構問題。

在文化思維的模型中採用簡要的結構圖式，可便於化解複雜的理論（義

理）矛盾與實踐的衝突，思慮精密的知識精英較會堅持義理的純正性，但民眾

則習於模糊化其間的矛盾，所依據的則是民族思維中的理想範式：陰 S 陽的

相對運轉。故面對生命終極的問題，民間社會並非完全不知其複雜性，卻仍採

用相對思維的範式：常 S 非常，目的就是化繁為簡以歸類複雜的死亡經驗：死

亡狀態與處理方式。在連續的前後階段都同樣分類為「常與非常」：一表「正

常」一表「非正常」。由於死亡狀態的複雜多樣，民間都會基於為死者諱的忌

諱心理，既要區隔非正常，卻又不要因而犯忌，這種文化心理就具體表現於訃

聞的用語。從古至今經歷長久時間以迄於今，遺存於這種訃聞的語辭，就是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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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俗成而可巧妙傳達其隱含的終極狀態，就是正常與非正常的兩種死亡模式：

享年／得年

壽終正寢／　　　　

　　正常／（非正常）

為何與壽終正寢相對的是空白表述，這是模糊化的表現典型，忌諱明說地

為死者諱，卻又必須表明其卒年的年紀，而「得年」即是辟忌用語，隱微表達

其「非正常」而為同一文化傳統下所週知，基本上這是延續祝官的「美號」傳

統
6
。

從陰 S 陽思維模式就可簡約化為一個生命終極結構圖，方便複合禮與俗、

儒與釋、道的多元性：

AA’ 橫軸可表示死亡的「常與非常」狀態，也就是生命終結的「自然與非

自然」；而在處理方式上「常與非常」的 BB’ 縱軸，就可容納三教各據其教義

而實踐，其中非常死亡狀態與非常處理方式，就是容納道教、民俗或巫俗的 A’

B（乙）象限。甲（AB）象限三教都有其義理與實踐，基本上都肯定其 A 的

壽終、正寢，儒家視為福德，佛教則在漢傳傳統下視為福報，道教也傳承漢文

化的福氣觀。在古人的幸福觀中，壽終之壽為五福之一的考終命，表示死得其

時，為生命的自然終結；而正寢或內寢的寢宮，原指正常寢居之所，以示非屬

他鄉異處。人生終極的幸福常用於輓辭的「福壽全歸」，表示健康長壽即為福

德，並由一己而推及於一家，表明正常的壽終即為道德性的判準。

相較於甲象限，則乙象限的非常死亡，這種非常觀所表示的意外死亡，先

秦文獻中常見的「強死」為厲者，在早期道經《正一法文經章官品》稱為「外

乙

丙

甲

丁

B’（非常）

B（常）

A（常）（非常）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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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強歹羊之鬼」；凡被認為死於「非命」者，非命作為非自然之命、非正常之

命的習語，在漢人的靈魂觀中表示其為冤魂、怨魂，就形成臺灣民間所說的

「討交替」，就是因為死得冤枉而有一股怨氣，而想要一抒其冤債、或亟想投胎

轉世，都會成為復仇、報怨之鬼，或找到「替死鬼」。這就是自殺身亡的住宅

被視為凶宅，以其凶煞之氣特重，而不可不明白告知即轉售不知情者，即在法

律上有詐欺之嫌。又如溺死者的冤魂不散而沉淪於水域，常被認為七月鬼月不

宜下水游泳，就是懼怕成為替死鬼。諸如此類的俗信所反映的，就是非屬壽終

正寢者被視為衰運災殃，或者家運不濟，甚而被評價為祖上不積德。這類意外

的、死於非命的非正常死亡，既是凶終、不得好死，也就存在一股凶煞之氣。

民俗即是這樣的認知，才會使用「得年」以掩飾其未得終其天年，重要的就是

須由儀式專家採取特別的儀式加以化解。

有關 A’ 的非正常死亡，關聯雙箭頭所表示的上昇與沉淪：上昇者即是進

行儀式性解除後，就可回復正常處理―儒家禮儀的遵禮成服或道教齋法的拔

度儀式，成為點主成神的儀式中有神主牌可憑依者。就如同甲象限只要由子孫

依時遵禮而祭祀，就是祖先得享香火的穩定狀態；否則就成為厲，這樣的孤

魂滯魄及民俗所稱的「孤魂野鬼」或「孤娘」，在 A’B’ 的丙象限，為了救度沉

淪之鬼的不穩定狀態，從漢代的解注器到道教的上章文，或歲時節俗的厲壇之

祭、中元普度，都是儀式性的解除。而孤魂、孤娘之得憑依者，既有萬善祠、

有應公廟之類，也有專為女性而設的孤娘廟，或菜堂（即齋堂）之類的牌位奉

祀。在 AA’ 橫軸上下的上昇與沉淪之際，三教均各依其義理而各有因應：佛

教仍以無常觀與慈悲觀進行行善的處理，儒家則是依據《禮記‧祭法》的經典

準則，凡符合「功烈」者即上昇為祀典之神，諸般無嗣之厲則為厲壇之祭。故

祖先祭祀為宗祠（家廟）之祭、地方祭祀（祠廟）為神祇之祭，而厲祭則由官

方或公眾舉行公開的祭儀。真正回應民俗凶厲問題的，就是道教所保存的解除

儀式。

道教作為民族宗教的主因，就是從成立期以迄於今，早期天師道既收編前

此的信仰習俗，以回應民間社會不分階層的各項需求。臺灣所流傳的閩、粵地

方傳統，既號稱「正一派」或「天師門下」，也因應民俗對於凶死為厲的怖懼，

並非採用儒、釋二教的處理方式；而是道教依據其解注傳統：注鬼學說與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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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術，再配合地方文化而形成地區性的解除儀式。這一生命終極結構圖雖則依

據閩、臺地區的實地調查，但從道教在非正常死亡的處理方式（即 A’B），就

可溯源於道教儀式的形成，在實踐上如何彰顯解除的義理：非常的死亡觀與濟

度觀。這種民族宗教的本土性格，所保存在表面上的儀式實踐背後，其實彰顯

漢族的生命觀也正是文化結構上的「常 S 非常」，一種陰 S 陽如何對立而互轉

的思想模式。

2 .  解注器與解除術
從先秦經籍上強調匹夫匹婦之怖懼「強死」，即可推知當時儀式專家的巫

祝之流必曾面對這一生命困境，除了屈原在〈國殤〉文本中的集體處理英烈，

對於宗族的家族問題到底如何處置？先秦文獻雖不足徵，但兩漢時代民間的

儀式專家於此並不缺席，本來三禮所載巫與祝已有職能分化：巫者所職重在

法術性的祓除，而祝官者流仍職掌三代之禮，特別是孔子講禮所闡揚的禮儀，

偏重於人文性、社會性的規範化。巫與祝的競合關係既是「歷史的融合主義」

（historical syncretism）也是「觀念的融合主義」（ideological syncretism），從兩漢

禮學所敘述的喪葬儀式，在歷史現象與思維習慣上即是綜攝混合的
7
。對於正常

死亡者，士禮所載的君之弔臣就已是巫與祝分職而各司其能，然則對於非正常

死亡者的特殊狀況又是如何？由於中國大陸已正式刊布的考古發掘資料，已有

數達 230 件的解注器（解注陶瓶材料 212 件、傳世品 18 件），其年代最早者為

東漢明帝永平三年（60AD），最晚者為獻帝初平四年（193），也就是從東漢初

葉到末葉的百餘年間，有一種儀式專家在前道教期已展開注鬼學說與解除術，

足可論證這一生命終極結構圖即已成形。

在大陸考古學界所開展的「道教考古」，特別是張勛燎長期關注解注器與

天師道的關係，他提出豐富的考古材料與精采的道教源流，都能填補這一大段

的歷史空白
8
。這樣的歷史溯源剛好可證成這一結構圖，到底「何時」又「如

何」完成民族文化心理的底層，確實存在一個結構性的意義。以此論證漢人在

繁雜的喪禮推動中，既可接受帝國體制經由國家權力所推行的儒家禮制，也可

開放地接納儀式專家所回應民俗的儀式設計。這樣的社會反應並非只是編戶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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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反而是有能力營造墓室的官宦階層，問題並不在是否接受儒家禮教的人

文之教，而是士、庶不同階層都無法免於非正常死亡的恐懼情緒！從而印證

並非庶民才會「迷信」這類解除術的刻板印象！張氏曾引述的代表性墓葬材料

中，就有陝西華陽楊氏（楊震）、河北無極北蘇鄉史村甄謙、陝西華陰劉崎的

家族墓群，並有河南密縣后士郭、河北望都劉公壁畫墓、陝西戶縣朱家堡曹伯

魯墓等，既有貴族官僚也有中產階級，其他則是更多中小型墓。置放解注器的

主要原因，可理解的是「楊震自殺身死，屬於非正常死亡性質」，而與注鬼問

題有所聯繫
9
；其餘未能確知身分者則可證諸器上文字：入葬者因「鉤注」、「復

連」而「薄命早死」者；或是「祿盡夭年，逢灾終疾」者。在鎮墓文的構成條

件中，從吳榮曾的四條件發展到張勛燎的八條件，其中與結構圖可以相互輔證

的，最有關聯的就有三個：第二，「入藏者薄命早死」，第三，由天帝使者代天

帝告丘丞等，為死者解適為生者除殃、第五勿復相鉤注重複
10
。這就是東漢時代

已明確化的注鬼學說、解除術，乃是為了解決非正常死亡的生命危機感。

從王充《論衡》以批判為學而綜合於〈解除〉之篇，就可定位注連意識及

其解除法術，乃是漢代解除思想的實踐法術之一
11
。二百餘件出土的解注器物分

布於中原的廣大地區，即今之陝西、河南、山西、河北、山東五省二十餘縣、

市，目前仍未出現於江南地區。這種解除性的法術物件的記年，顯然集中出

現於東漢期，較諸漢墓室之畫像出於工匠之手，顯然關繫某種儀式專家的法術

操作。不管在器物上是否留存文字（約有 91 件），這些早期的符文已被視為道

符、古符的前身，在兩漢宗教史上已逾越泛稱的「巫者」或「方士」者流，而

指向一種初具組織的宗教團體，並非僅被廁於泛巫及方士文化之列
12
。其法術專

業被視為組織性早期道派，主要原因就是具有某種相同程度的身分認同，即是

「天帝使者」或「天帝神師」的中介性神使：使用天帝、上帝、黃帝、黃神或

天君等作為至尊的神名，而不直接襲用漢代帝室所尊崇的「太一」，就顯示其

為民間所發展的道派；其中關鍵的兩件證物均為獻帝時物：一是自稱「付與道

行人」（河南洛陽中州路 M813 獻帝初平二年陶瓶文），一則稱為「轉要道中人」

如何（陝西西安和平門外漢墓、獻帝初平四年陶瓶文），張勛燎早就注意這兩

句，並據此推斷為道教人士，且已有組織存在
13
。他從解注器的分部空間與出現

時間，推測天師道即是以洛陽為中心，而後向四方擴散，特別是向蜀中地區的



第三場

研究報告

56

發展最為關鍵。這一推論的確是道教史研究上的新見，值得治天師道早期歷史

者的關注。因為東漢末到底何種「道」有如此明確的自我意識，目前也只有這

些出土物可以為證，當然這種二重證據仍有待更多的文物佐證。不過就處理非

正常死亡的注鬼學說與解除法術，這批考古文物的出現與解讀，確是開啟了道

教史第一章。

從思想史、文化史解說注鬼說的形成，就可理解為何一批「道中人」能在

東漢末葉奠定其宗教地位，這就是注連、復注的反常、異常思想，乃是兩漢氣

化宇宙生成論所形成的感應學說。將所有異於「正常」的現象都視為一種徵

象。這種異徵學說集中解釋了「常」與「變」，由於獨尊儒術而特別重視常的

秩序取向，如禮經在生命禮儀中的規範化，就是結合國家權力與儒家官僚，將

社會體制上的倫理秩序落實於禮制。在《白虎通義》中集合諸儒的議禮，即是

為了建立「標準化」的制度，從一國到一家都倡行體制化，以維護社會的文化

秩序；反之，違反標準的非常現象即因感應而示現徵兆，這類異徵在政治迷

思（myth）上可以圖讖為例，相信其為反應預示性的政治意義與目的。而在

生命觀中特別關注非正常的現象，既要解說「變化」為何異於「生產」的徵兆

為何，也要設法解除由於變化所形成的反秩序現象
14
。解注器所發現的幾可確定

多數為非正常的死亡，除了自殺一類為特殊的狀況，其中的薄命早卒、未終天

年，都與疾疫、特別是瘟疫有關。早期「注」字取義於如水之氣的相互灌注，

而做疰字則明確為疫病的相互傳染。在中國大疫史上的兩漢一段，從「疫」字

被東漢劉熙解為「有鬼行疫」（《釋名》）可知：「行」既指疫鬼「執行」天帝之

命獎懲，也指疫病「流行」的相互傳染。注與疰即以氣化觀解說疫氣以氣相灌

注，而疫字原本偏於時疫，溫與瘟漸行，用以表示猛爆的流行病。這種異常的

死亡除了激發醫學的進展，也引發道中人須以儀式解除這類重復灌注、傳染的

死亡焦慮，故出現的鎮厭物就有藥物、道符、法印，而替代物則是各種材質的

假人代形，都使用符傳、移文表達天常之命，將規範文體由陽間官僚移用於鬼

神世界。

將生命終極結構圖用於觀察解除術，就可發現其「常與非常」的文化結構

已基本成形，從巫者、方士發展到天師道，正是以天帝使者的中介身分舉行解

除儀式，其儀式雖則未曾明載，但可信其基本信念：就是以非常之物鎮壓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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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死。這種非常的處理方式自是儒者所不為，而道中人則是強化了巫師、方士

的法術能力，自稱為使者、神師者，即可奉天帝之命而遂行其職司。因而解釋

異徵之兆與解除異常之徵，彰顯天師道的鬼神觀即是神學的宇宙觀，注鬼學說

只是現存器物上所反映的一部分；而這種操持解除法術的特殊能力，顯示有一

種宗教組織已出現於中原地區，所傳布的教義與實踐已有一致化的現象。在中

原地區所出現的解注篇，所反映的就是從貴族階層到平民百姓，都與道中人同

樣認同於非常性的死亡觀，才能造成解除死者之厄與生者之殃的非常行動。

3 .  八十一訟
非常處理下的塚訟

道教作為民族宗教就在其深刻認識同一民族的生命觀，而能配合提出相關

的教義與實踐，這是天師道能夠吸收注鬼說與解除術的主因。到底漢代的儀式

專家（道中人）舉行何種「大鎮」的鎮厭儀式？才能擇定墓室內的特定方位與

位置安下解注器，由法術行為的常例判斷應是有某種繁簡不一的儀式，但是否

「建立大鎮」之類的鎮厭術施行程序，即可確定為大、小型解注醮儀？這種理

解牽涉考古但存文物而未見儀式，故只能以後（道教）證前姑作推證
15
。對於道

教吸納早期道派的道術、方術，轉化成功的解除術中有解注術，雖則可能存在

素樸的儀式，但是重點所在的是上章。這種漢代解注文、鎮墓文既已模擬官方

文書，等道教成立後就被納入更為完備的上章儀式中，天師道所仿擬的官儀，

經由新教義的調整運用而將「天帝」改造，重新納入三官信仰的體系內，也被

新出的上清經派所吸　收。但真正能夠置入於齋法中，應是靈寶齋在靈寶經派

中成立，這類解除注鬼的法術也漸被融入。這種齋法史上處理正常死亡的拔度

儀之外，同樣也須正常處理非正常死亡，都是同樣基於同一文化心理：非常死

亡即須以非常方式解決，未妥善處理者如未行解除、或葬後的祭祀不妥、墳塋

未修等，常被視為注連的原因。

天師道在整備其教法時，強化先前的解注說，並擴大整理為冢訟意識，後

來被歸納為模型化的「八十一訟」與「百二十殃」。鎮墓文既已挪用漢官文書

的「移」、「告」之類，等三張在蜀漢地區建立政、教合一制，就愈形仿襲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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僚制，因而提出「千二百官儀」作為依準的制度
16
。這一部官儀中對於非常死

亡與非常處理，就是擴大了解注說而成為冢訟的上章儀式，後來的章奏都是依

循這一天師法而略作調整：《正一法文經章官品》、《赤松子章曆》與《登真隱

訣》俱是如此。先理解上清經派如何運用這種正一古法，在今本《登真隱訣》

卷下所載的「入靜」、「章符」及「請官」中，陶弘景的小註都註明南嶽（魏華

存）夫人曾為祭酒，故用漢中法入治朝靜（5b-6a），而上章之法也註明「唯依

千二百官儀注取所請官」（12b），冢訟章也由范中侯（邈）告示許家（13a-b）。

這些章符中如上逐鬼章、治邪病章；若注氣鬼病當作擊鬼章，陶註云：「謂家

有五墓考訟、死喪逆注之鬼來為病官，宜攻擊消散，請後四胡高倉君將等，上

章畢者合擣服之，如後法。」就是用真朱合章文擣之，在和密作丸，成為服食

的藥丸可醫注氣鬼病（12a）。

東漢墓僅存解注器而鎮墓文也未明載的儀式，道教成立後就明確表明有入

靜「請官」儀：

若有急事上章，當上請天昌君、黃衣兵十萬人，亦可入靜，東向口請，令

收家中百二十殃怪、中外強 、十二刑殺鬼。（14b）

陶註即為冢訟，並依千二百官儀第二卷之一，認為應作「主為某家，收冢中

百二十殃怪」等。這種上章有兩種方式：一是朱書可服用的、另一是無紙墨

的「口章」。在〈請官〉一節所引的「儀云」即是千二百官儀，在〈章符〉中

陶註所引的就見於〈請官〉：前半為身體的各種疾病，後半即是各種注病，從

傳染病到各種冢訟亡鬼，如「疾病轉相注易不可禁止者」，為瘟疫的傳染；也

多「家中有考訟鬼、不正之氣致不穩者」、「家中多死喪，逆注氣身中刑害」；

較具體的則是十二刑殺、百二十殃注鬼、五墓之鬼或水火復注者。上清經派除

了引述「正一真人口訣」，也從存思身神法解說其療癒之理。在「應二十四神、

身中三宮」陶註表明即二十四神八景之宮，而非三一之宮；又為官將、吏兵之

說：「道家三氣，應事所感化也，非天地之生人也。」陶註解說為何請官可治

注鬼之理：「此因氣結變，託象成形，隨感而應，無定質也，非胎誕世人學道

所得矣。」（22b）就是將巫術原理中的「同類相治」，從氣化宇宙觀的感應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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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解說，其處理原則就是「非常剋治非常」，按上清經法就是將千二百官儀

注上的「官號」，納入存思法的體中神以相對應
17
。可證千二百官儀為天師道的

「漢中法」，上承「道中人」的解注法，下啟上清經存思化的解注術。

在諸多傳承〈千二百官儀〉的古法中，基本上都傳續上章這種遇急事即可

入靜的章法，古章法是較簡要的條列法，如《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後來經由

上清等經的整理，有些就被收錄於《赤松子章曆》，剛好可以印證這種非常觀

的法術處理，反映道教諸道都接受並能持續發展。《正一法文經章官品》的年

代雖非最古，但仍可代表其古樸的注鬼觀
18
，這種條列式的可知解除注鬼遍見於

各目，卻不敘如何上章的儀式程序。卷一「君兵收怪」條引「天昌君黃衣兵士

十萬人，主收捕某宅中一百二十人殃怪、中外強歹羊、十二刑殺來作病者。」

（2a）正是陶註所引「千二百官儀第二卷之一」的同一條，以此類推即如「儀

云」的全錄其儀文。關於注鬼的有卷一〈收土公〉中「若家故殮不寧、夢惡錯

亂、魂魄不守」請收神土明君官將等「斷家鬼伏連」（1a）；〈收死人耗害〉目

多是，如無上天君收家中水火湯注、卻死未生復連殃注之炁（13a）、石仙君將

治「天下萬民家中外亡強歹羊之鬼、厭絕注鬼為人精祟者，轉相注易後生人疾

病者」（13b-14a），即為傳染病而出現「逆殺殃咎、復連生人者」（14a），也有

怖懼死人作祟的：「故婦致來注病生人」即請「大皓大典者吏收攝故婦，致魂

魄檢押死人，不得令還，賊病生人。」（14a）為何家中既有「外亡強 」的厲

鬼，也有故婦一類家人死後的復連生人？就表示其混合瘟疫的流行與疫鬼的怖

懼。在當時的泛氣說都被說是「炁」，卷二〈治劫殺注〉中就有公眾性的疫氣：

注鬼殺炁、地上逆淫注炁（2-7a），也有私家的死者「注清濁之氣」（2-7a），這

一類應屬死後仍會傳染，卻只能以炁之相注而形象化為注鬼，這類例證正是典

型的中古時期宗教與醫療的課題
19
。從宗教觀點認為葬送不宜乃是致病之由，從

葬送前到葬送後都有諸多禁忌，彰顯其死亡知識中的諸般危機：如卷三〈主

斬草〉是為了辟作歲殺、月殺、日殺、時殺的煞氣（1a）；而〈收葬送塚墓鬼〉

則請官（如太陰君官將、葬送君將等），護守舉工監作、營護道士等（3-1a）；

或〈塚墓之鬼〉中請官收捕墓鬼、殃 （3-3b、4a）。從古文字學理解：「殃 」之 

就是早在甲骨文中即用以指稱疾疫致病而死，即為非正常死亡所激發的解注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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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此，《赤松子章曆》雖按「天師千二百官儀」（3-28a），卻已廣納後

起的作法，在被徵引最多的卷五〈大塚訟章〉與〈又大塚訟章〉，就將《千二百

官儀》的單列儀文改造為章文形式，關鍵就是上清經派，曾表明於序文中：

起自茅山七真，許長史（謐）云欲上昇，為上三世，被冤家殃訟，有西寧

夫人告令求道官拜奏塚訟章，以解洗冤債，其章具有儀注。若明日拜章，

今夜具備浴室五所，如人之沐浴，具備如力，及先製小衣服三對，兼具銀

錢，獻上先亡，以充洗浣。明日奏啟訖即燒章，隨章燒衣服及錢財，亦須

嚴潔具備之。（5-24a）

這段小序託諸茅山起創期的許謐，反映的是上清經派在冢訟的上章儀式中，對

於後來的儀注有一定的影響。而這部章曆為道士必用的文書，其資料既有早期

也有後加的，今本編成的時間可能晚到唐、宋
20
，所以這兩種塚訟章都具有綜合

性，可視為唐代所整理的。在〈大塚訟章〉明白宣稱「依千二百官儀并正一真

人三天法師所授南嶽紫虛元君治病滅惡之法」，然後即縷述原本條列式儀文，

形成章文格式。

關鍵在上章目的一開始即表明塚訟之因：「生存之日過犯既多，亡歿已來，

被諸考謫，子孫未與拔贖，冥漠得以怨嗟。」所陳的正是未經由正常的拔度贖

罪儀式，也就是屬於非常死亡（A’）、非常處理（B’）：

B’：	或葬在水源之訟、或殯當神廟之訟、或墳塋穿穴之訟、或棺槨損傷之

訟、或舊塚相重之訟、或新塚相犯之訟。

A’：	或水溺火燒之訟、或蟲傷藥毒之訟、或刀兵牢獄之訟、或瘟疫癰疽之

訟；或叔伯兄弟或姑姪姐妹遞相連染，以作禍殃。

前者主要為殯葬不當其所，後者則多為非壽終者，兩種「非正常」相加，

就已淪為 A’B’，而其中有一非正常就會引發塚訟，就是先亡者訟告子孫。為何

漢族特重殯葬大事？在家族主義的傳統下，〈又大塚訟章〉就有一段承負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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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稟陰陽之正氣，受形氣於父母。血胤連屬，逮乎七世，傍貫伯叔，至

於兄弟；莫不善惡同源，榮枯相繼，陽官賞罰，亦止此條，幽府所施，豈

宜廣引，服屬既疏，為患自息，且各有承嗣，不相濫混。（5-25a）

在東漢期承負說與解注說是否為太平道與天師道各有偏重？但道教一統意識後

二說已被融合為一，就是塚訟與承負聯結，才會在罪悔意識上有「同源」、「相

繼」的關聯。從其「七祖九玄周親近屬」的關係，就可知塚訟的血胤關係由近

及遠的「差序」，也就是親疏的推及原則所形成的家族網絡。

比較兩種章文都同樣表明源於《千二百官儀》與上清派制鬼法，但在章文

的連屬上各有偏重：前一種將《章官儀》置於前段，後一種則置於後段。但重

點所在的泛訟才是判斷其綜合性的列舉，卻都明指「八十一訟」而文字小異：

一為「預是前八十一訟之事件，百萬種種之考注」（5-23a）；又一則作「大略

雖合八十一訟，其中枝葉分散，變成百千萬種」（5-29a），前一種僅簡潔表明

B’ 與 A’ 的非常態，卻在又一種縷列其訟，其理由則先表明：

七世久遠，後胤莫測，其中善惡不可詳悉。今者既無的知其事，謹備顯眾

目，具以陳言。

這種泛舉之法所包既廣，但是更重在 A’ 的非常死亡，原本的一小節簡述都被

縷列為條舉式：從「溺死之訟、燒死之訟、傷死之訟、絞死之訟、囚死之訟」

以下，一一列舉的都是 A’ 為多，而結以「各有訟訴，並是怨結，莫中迮想，

引逮其亡後所興諸訟，皆由不能自忍，求對生人」。這是比較符合非正常死亡

為構成塚訟的主因，而後才及於亡後的興訟。兩種都稱為「大」，即是綜合性

的八十一訟；相較之下卷六所收都是單一的私家解謫章，如〈為亡人首悔贖

罪解謫章〉（6-11a、12a），特別是〈新亡遷達開通道路收除土殃絕斷復連章〉

（18a-20a），都是為了命謝三官以解殃注之法，這些私家的小章反而實用，乃

為特定目的而解除。

八十一訟作為塚訟的模型，乃是《赤松子章曆》在解注法上的定制，而唐

‧朱法滿《要修科儀戒律鈔》也是依據《千二百官儀》而修，卷十一〈章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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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所列的章名，如〈夫妻離別斷注消怪章〉、〈官私咎謫死病相連斷五墓殃注

章〉、〈死病不絕銀人代形章〉等，約八、九種中，又有〈是三曾五祖注訟章〉

（11-1b、2b、4a、4b、5a、5b），張勛燎已注意到《赤松子章曆》未錄此章
21
。  

其中的銀人代形作為替身，應是天師道所保存的，東漢解注器中金人、銀人、

鉛人、錫人、蜜人及人參一類替身物，確是取用《千二百官儀》的古儀；卻未

錄存上清經派的大塚訟章。這樣的解塚訟鬼之法，唐宋以後既已定型，並無太

多創新，可確定的是天帝及所中介的天帝使者，均已隨道教的神統譜而調整，

如太上（太上老君、太上大道君等），所敕令的從《千二百官儀》初次改變，

其後也一再略作變化。其納入規制而使用的如南宋（1188）呂元素編《道門定

制》即「按玄都律、赤松子章曆并戒律鈔、登真隱訣諸處所載。」（1-9b）章文

也以〈千二百官章經〉校正（7-36b），在卷一錄〈分解冢訟章〉就明辨其使用

之宜，僅錄後一種大塚訟章，章末表明其「所以保存薦亡，無不詳盡，凡欲拜

者更不必上遷拔章。」（1-38b）；第二種情況則是唐末五代杜光庭在《太上黃籙

齋儀》所用的，如卷二十五〈安宅三時通用行道〉中的「重稱法位」後啟請文

後半，表明「依正一法文天師具格謁請三五官屬、天君吏兵」，其中就有解除

注連之官（25-6b、7a），也就是被列於某些黃籙齋法的啟請之列，並未單獨上

章。比較有變化的只有少數，如《金鎖流珠引》在考召法師所用諸法中，如

〈為官人百姓斷內外注祟鬼賊妄為蟲蠱殺人不止法〉等（25-7a）尚保存解注說；

《太上助國救民總真秘要》如卷一也有〈傳尸復連〉注，卻只作「黃籙道場」

中的一體（4a），並未再行發展。

4 .  非正常死亡的解除
台灣道教的處理方式

杜光庭在他整理的《太上黃籙齋儀》中，將解注諸君將列入啟請名單，卻

尚未明確列出為塚訟諸事特設的齋儀，可知仍是傳承上章解注的古儀。而在解

注術的傳統中因疫氣相注，後來結合五鬼主的瘟神疫鬼，則在後來的道法中形

成大宗的解瘟法：有治一家一人的斷瘟法，就是《金鎖流珠引》卷二十五〈為

官人百姓斷瘟法〉中，用老君神符主收五部鬼王，目的就是解除所染的「瘟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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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病」使之不致「連注」他人（25-12a）；而元妙宗《太上助國救民總真秘要》，

也特別注重斷〈傳尸復連〉或〈遣治瘟疫〉，使疾亡者不再作祟，傳染家門。

（1-5a）而治集體傳染的行瘟散毒，則是傳尸疰氣的斷瘟法，在各地、特別是

濱水地區衍為送瘟船儀式。臺灣也傳續這一行瘟斷瘟的習俗，由道士舉行送瘟

的儀式，都是緣於解決非命死亡的解除法
22
。但從地方道派所傳續的解注法，主

要是針對塚訟章中首列的：溺死之訟、燒死之訟、傷死之訟、毒藥死之訟、產

乳死之訟，都是民間社會最常遭遇的。由於這種非常死亡的解除法中，基本上

多有求人代的解法，從解注器經塚訟章，到底在道教的齋儀中如何傳承？這就

是閩、臺地方道派所保存的，一種具體的儀式可以解除注連問題。

閩、臺地方道派所保存的解除術，對於溺死者為免塚訟注連，而有非常性

的牽水 法；而產死者有血湖轉 法；至於燒死者、傷死者（如車禍）則有出

煞法。除了解除產難而有的血湖科，因與佛教的血盆經有關，在《黃籙大齋立

成儀》卷五十三敘及血湖獄
23
。其他在道教經藏中反而未曾收錄，如果對照前引

的斷瘟法，臺灣也保存相近的和瘟送舟儀式。為何這些溺死、產亡的非正常死

亡，只有借助於塚訟之章？這種地方道法是否僅存於閩、臺地區？這樣的疑問

須廣泛搜集一些地方道法，相信絕非只有孤例。不過也因而可從這些保存良好

的實例，據以推論非正常死亡（A’），並非在葬後發生塚訟（B’），才要進行非

常性齋儀。在黃籙齋儀的儀式結構中，這些解除性儀式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卻

是最為核心的所在，就整體而言，在解除注連的危機後仍是回復常行的齋儀。

從處理溺死、產亡者都有紙人作為替身，就可對照東漢解注器上的出土物

與文字，類似鉛人都是為了「自代」、「持代死人」或「為死者解適（謫），生

人除罪過」。類似的身代法術自是淵源於巫法中的同類屬性相互傳達的原理，

即是鬚髮爪，如商湯以身代禱雨之類
24
。而漢代民俗與巫俗也傳承而有墓葬中諸

般材料的人形，原因就是將殃及死者、或死者殃咎生人的注連，法術性的轉移

於身代物上，以解除被傳染的危機。

道教採用替身法後，假人所承擔的替代諸事愈廣：如代為贖罪或承受災

厄、厄運，這就是《正一法文法籙部儀》所述的「生口男女替代各一人」，或

《洞真太霄琅書》的金人代為「贖罪」，目的都是將罪過或厄運轉移於代人身

上
25
。而解注傳統所代的同中有異，就是傳染：塚訟等可被注連的，都被移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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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人以免死亡相注不絕。《千二百官儀》中應該已完備這套身代法術，所以後

來的身代贖罪或承厄，都被適度置入於相關儀式，《赤松子章曆》所引錄的都

是後來發展的這類代形，近於臺灣民間所用的解（改）運替身：如卷三〈青

絲拔余章〉的錫人五身、代形易名是為解「身中轗軻」的厄運；（19b-20b）卷

六〈久病大厄金紫代形章〉從題名就可知將久病歸於世俗所犯之罪，而「金人

一人、紫紋若干尺」，即為代形金人以作「貿名易形」的代罪者。（3a-9b）比

較關聯注連的是卷四〈觧五墓章〉，表明是「恐被墓神注連，鬼氣纏繞」，所以

上章乞求，「令以錫人代形，分解災厄」（9b-10b），這種請天官解除五墓殃注

災厄，錫人代形，即為塚訟的解除法，近於非常處理的從 B’ 到 B。相較之下，

臺灣在齋法中代為替身的紙人、草人，則是非命死的非常死亡後即以非常處

哩，既解死人之罪，也解生人之殃，最近於東漢墓的代形用意。這類時隔兩千

年的解除法，正是由代形鉛人與紙人聯繫起來。

溺死者的解除選在海邊、河岸舉行，在紙船上有一張北帝追魂攝魄飛符的

符令，上有追魂使者持旗，即奉左右楊劉元帥追取「真魂正魄，只今親赴玄壇

恭候，毋違開度。」又有碟文，「請威尊，跟尋亡過」到壇前，「恭對道面，以

憑開度」，紙人代形則是置於岸邊的五支白色水 中，整支插在竹籠及碗上，

籠中有一隻雞； 前各置一燈，五燈稱為五方燈； 身（或前）貼（或供）觀

音、城隍、臨水夫人、土地及牛頭、馬面等，均經開光後使用。儀式在步虛上

壇後淨壇請神，除三清至尊外，主要為太乙救苦天尊、雷聲普化天尊等拔度神

尊；並遍請與水有關諸神，從北陰溟冷波河大神、水府扶桑丹霖大帝以至十二

溪津、十二河源等水府拔度一切真宰；而後三獻上疏，表明請求拔度之意。然

後道士坐下誦唸，表明夙世以來至於今生，難免犯罪積冤，「無由解釋，未遂

超生」，故須仰憑「元皇慈憫、上帝垂憐」，而「放燈光而破陰獄，承道力而出

水府」。然後分為五節，念五方符命（東北、東南、西南、西北、中央），分

請五方水池大神，謹奉道旨轉 拔度，使亡過出離地獄。而道眾所唸的「尋聲

救苦天尊」，就在化伏振旛時，家人轉 ，牽引水魂昇度天池，化五方符令並

轉五次 ，在五方燈前祝燈功德完週，由妙行真人表明亡魂「隨燈光而出幽

境，承符檄以陟雲衢」，然後道眾繞行五支 ，表明彩船是乘載亡魂到奈河岸

上，在 前分別呼出三魂而後擲筶，聖筶後取出全部的替身，先放於舟上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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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而後由孝男背負魂身與替身，撐傘在道士持道旛引導下，到水邊，連同

破 之 一起火化，再撤灑鹽米。這一節可稱為「置入性儀式」：在〈無上水

五苦神燈科儀〉或〈無上溺水拔度水 科儀〉中擇一而行，目的都是將亡魂

之罪、厄悉數轉移於替身上，替身可乘彩船而度，並在破 後先火化，然後魂

身重放在靈堂上，就可進行正常的拔度齋法。

產亡者的解除在孝家廳堂前舉行，為獨立舉行的血湖科儀，在現代醫學的

婦產科成立之前，產難情事較多也較常舉行，現時則已較為少見。但在大型的

公眾拔度儀，仍保存特別的一壇血湖壇，如臺北市福州山的虎年大普，都必設

這種薦拔產亡者
26
。在整體的儀式結構上，針對產難而排出的儀式程序，由於與

佛教習俗的《血盆經》有所交涉，關涉「硤石血湖」之說而引發爭議
27
；不過從

八十一訟中既有「產乳死之訟」，可推知其為非正常死亡之一，只是在後來的

地獄說中方便挪用佛教漢傳後的部分說法，故臺灣所遺存的血湖科儀就具有融

合性，已被融化於相關經懺科事中。其儀式程序大體同於一般黃籙齋，卻有專

為血湖而行的：從發文、祝聖（《無上血湖拔產祝聖科》）、血湖寶懺等，都如

同拔度溺死者一樣，有一組與之相關的神尊：破穢浣濯大神、破血湖岑大神

以至追攝產魂官吏等；但關鍵的則是《無上血湖飛輪轉 科儀》，並配合民俗

性的〈懷胎講部〉，這一儀式被稱為「血湖」的打城儀式，其實也就是「掌血

」，相較於溺水為白色，產亡則是使用紅色，並多糊一座紙紮的血湖城。在

儀式結構的異同中，針對產魂所用的關文、符式都也適合其特殊的性質，不過

牽 形式則大體相近。在意義上表明男性主義的立場，認為：

既入女流，復淪產死，或抱胎而死，或已產而亡，魂入血湖，魄歸硤石，

穢濁最大為一，腥膻不可勝言，不覩光明，重經億劫。終遇大道，莫該赦

宥，陰溟原地，腥膻衝天，非假道應，何由超度
28
。

然後經五血湖（東北、東南、西南、西北、中央），焚化五方度產符令，拔度

產魂出離血湖地獄。其間插接唱〈懷胎歌〉並配合講孝，最後仍是在血湖池

旁，將替身入舟，發破地獄檄，替身（或草或紙）由舟渡出後，同樣牽 牽

出，由孝男背出後焚化。



第三場

研究報告

66

類似的替身還出現在上吊自殺的解除，民間視之為凶煞之極，而須進行

「脫索（絲）」的解除儀式，儀式的特殊就在於草人或紙人，或草人懸於上吊的

樑上，或以紙紮屋樑而上懸紙人。這種模擬上吊之狀而後於解除儀式中，再將

草人或紙人脫下的作法，就是既為吊死者解除其痛苦，也避免其找「替死鬼」。

在非正常死亡而民間稱為「凶終」、「凶死」或「歹死」的，就是懼其為厲後會

「找交替」：及溺死鬼須找到替換者、吊死者亦然。道教與民俗都接受這種說

法，形成非命死者的怖懼，張勛燎對於這類代形問題，就注意到《道法會元》

卷 251 引〈太上混洞赤文女青詔書天律〉中針對「人死鬼」所設的天律：其中

就有「生前自非命，死注訟生人者」（9a）、「生前有冤拄於生人，已經陰司決

斷，而再殺行司申論者」（10a）、或「生前非命，死後求生人替換者」（10b），

律文所定的「妄欲求生人充替」、「死後求生人替換」，他懷疑其雖未出現「注」

字，卻可判斷為「注鬼
29
」。從語意上理解「替換」、「充替」，自是討交替的替死

鬼，所以道教的解除術就是為了解釋這類冤死、枉死的死於非命者之冤與怨。

正因這種俗信乃有求於道士這類儀式專家，他們所依據的基本上即是注鬼與解

注的文化傳統，但是為何閩、臺道壇所傳的科儀書，卻絕少直接使用「注連」

諸字？從《道法會元》既已如此，就可知注連之說已漸失落。

從臺灣現存的福建各派，捨龍華派之具有「民間佛教」之性格者不論，源

自泉、漳兩地的「靈寶派」，或民間俗稱的「烏頭道士」，都保存完整的解除死

於非命者的法術，這一情況在文革之後也在福建漸次恢復。雖則目前道教內部

的科儀書、行內話，已不再使用「注連」或「斷注」諸語。這種行內語言的衍

變映也反映了民間語言，其實「塚訟」的民間故事依然是流傳的靈異現象，卻

也少用這類襲用陽間官府的用語。唯語言具有陳腐性，這種非命而死者卻並非

改變，也就是道士與民間會創造新方式加以解決。所以「轉 」或「牽 」的

「 」字，即為字書上所罕見，地方人士就常用「狀」字加以理解。但是文狀

之狀在儀式文書中，都依人（道士）神關係各有適用者：如表奏、疏牒之類並

非泛稱為「狀
30
」。這一宗教用字是專指解除器：竹、紙紮作的圓狀物，乃借由

牽引動作而引魂；又配合法舟所載的渡具象徵。都是在死後即行解決其非命的

困境，然後正常依儒、道二教各有所宜的儀式，導異為常，這是道教求諸地方

傳統而可維繫其古儀古義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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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結語
在漢人社會的死亡儀式中，選擇「非正常」性的例證觀察其文化心理，就

可發現歷史文獻（History）、經典文本（Text）與實地調查（Field）的綜合運

用，可以方便理解繁複的喪葬儀注。儒、道二教所建立的教義（義理）與實

踐，綜合ＨＴＦ是否可論證其為「標準化」？或為何能夠標準化？在這種禮制

的規範化、正統化現象下，其關鍵所在就在於文化心理中的死亡怖懼，由於非

常化而加劇其危機感。這種死亡焦慮並不因階級身分而差異，也未因時代變革

即隨之消失，在道教創教期由於戰亂、瘟疫或天災，解除非命而死的儀式，承

東漢時期的解注器而下，愈加結合於新的章符諸術。當時顏之推既已懲於社會

風尚，而在家訓文字中就一再表明：〈風採篇〉反對畫瓦書符的厭勝術，「祓送

家鬼，章斷注連」；〈終制篇〉也遺命子孫，在他死後「錫人之屬，并須停省」。

如果這是合理主義者的堅持，卻也未曾改變！道教在整備齋法時，就完全起用

天師道、上清經派的塚訟章。主因即在於諸般拔度齋法雖已定制化，卻也未放

棄不用，只是章文格式並未持續發展而已，且遺存於道教的地方傳統中。

從代形、替身能夠長久遺存於民間，竟可聯繫三個傳說：解注器、塚訟章

與轉 法，就可發現非正常死亡的解除，不管是死於非命或死後塚訟，都是文

化心理中沉重的心理壓力。從文化結構中的「常與非常」理解，如何「導異為

常」而使失序能再秩序化，其實也是在死亡觀中的「秩序取向」。從筆記小說

所錄寫的民間說話，到道經中的內部敘述，都顯示民眾與道士既相信非正常之

死的死亡危機，也就會依時空而制宜。從杜光庭將其官章錄於黃籙齋法中，雖

則不多也表示其信仰遺存，或是《道門定制》在相關醮儀中（如卷六〈河頭代

命斷除復連水醮〉），也載明「連年災患，後嗣夭亡，鬼祟憑凌，先亡復連」，

故「先修章醮，保存著亡，醮罷行此，以十四人代形，十物為誓，具舟舫於河

邊，遣送斷除，故云河頭」。（6-3b）呂元素所整理的也反映集體性的死亡，同

樣也吸納注連思想，將其置入於送船儀式中。不管是一家之私儀式或一境的公

儀式，可反映注連與解除都已成為齋醮科儀之一體，而地方傳統所保存或結合

地方習俗的，也是基於同一懼厲傳統。所以導異為常的文化心理，也就是面對

存在與秩序而提出結構性的思維，從而借由儀式解決失序的困境，這就是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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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宗教文化所表現的經驗與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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